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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符号学：一个学术史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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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播符号学是费斯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将符号学正式引入传播学之后形成的研究范畴，在其被自觉地建

立起来之前，有着较长的 “史前史”，尤其是巴尔特将符号研究从语言转向其他媒介的符号之意义生产时，传播学与

符号学的交叉研究就已然展开。传播学者们自觉地以传播学为本体、以符号学模式为路径而展开的理论建构，发生在

符号学的 “生物学转向”之后。符号学作为一门 “学说”而非 “学科”，因其和传播学共同经历的范式演变和共有的

文化传播批判机制而得以结合：在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传播符号学从以信息和文本为中心，转

向了对传播过程中的差异性和对话性的研究，并将偶然性、风险性等动态要素纳入了对系统的考察，从而形成了四种

不同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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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在大众传媒兴起

的背景下诞生，并于２０世纪下半叶成功地实现了

学科建制。然而，传播学在问题域和方法论上较为

杂糅，加之传播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不足，

这些要素都阻碍了传播学的深化发展与理论创新。

尤其因为传播学本身是在跨学科研究的背景下产生

的，研究范畴和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

学、文艺学等学科多有重叠，这种拥抱多元话语的

开放性姿态，也反过来形成了对传播学作为独立学

科的 质 疑 和 挑 战。对 此，克 雷 格 （Ｒｏｂｅｒｔ　Ｔ．

Ｃｒａｉｇ）在１９９９年写成了著名的 《作为领域的传播

学理论》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ｓ　ａ　Ｆｉｅｌｄ）一

文，他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应只将传播学作

为各种理论在运用层面的演练，而是应当把传播学

的模 式 作 为 建 构 性 的 元 模 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ｍｅｔａｍｏｄｅｌ），使传播学本身成为不同理论学派以

传播问题为中心进行 “辩证对话的领域” （ａ

ｄｉａ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ａｌｅｃｔ　ｆｉｅｌｄ）。沿着这一中心思想，他提

出，在这个辩证对话的领域内，修辞学、符号学、

现象学、控制论等学说可以彼此激发，围绕传播学

的主要议题，进行理论的相互挑战和融合。［１］以此

为前提，本文试图讨论，符号学之于传播学学科本

身的意义何在？传播学与符号学的交叉研究已经非

常丰富，而两者之间的联结到底有何基础，能够对

传播学本身的发展起到什么促进作用，其未来的发

展可能如何，是本文旨在探索的主要问题。

一、作为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符号学

传播学对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之借镜，对于学

科的自身整合有何益处？在 《作为领域的传播学理

论》一文中，克雷格提出了传播学自身发展的四大

要点：第一，传播学的理论研究者们尚未找到超越

目前割裂的、单独的传播学实践的方法，因此，传

播学未能形成整一性的研究领域。第二，传播符号

学的潜力不是通过某种统一的理论来实现的，而是

在一个辩证对话的学科矩阵中，通过一系列 （尽管

是可争辩的）但却是共识性的假定来实现，以确保

传播学理论的不同传统中富有生产力的讨论。第

三，通过使用建构性的传播学元模式，来开启一阶

的理论模式可以互动的概念空间，传播学理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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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元话语与日常生活的实践元话语在其间建立

富有成果的关联，以发展出一个学科矩阵。第四，

基于这些原则，对传播学理论之多学科传统的探索

性重建，可以由七种将传播学作为社会实践进行理

论化的替代性语汇构成。［１］ （ＰＰ．１２０－１２１）

何谓 “建构性的元模式”？首先，这样的模式

将传播研究放置在更为广阔的文化和知识语境中去

讨论，考察的是意义传播的建构性过程。其次，传

播学理论是 “反身性的”（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它是从实践

中抽象出来，但是反过来可以作用于日常实践，甚

至改变日常实践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的

理论和实践是 “互构”（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ｉｔｕｔｉｖｅ）的。

再者，尽管传播学研究对其他领域的理论保持着开

放性，但只有从传播的角度去考察社会实践时，所

运用和再阐释的模式，才是对传播学研究本身有意

义的建构性的元模式。在此基础上，克雷格提出，

应当将其他领域的理论作为一阶的 （ｆｉｒｓｔ　ｏｒｄｅｒ）

的理论和模式，将其和传播学的实践研究相结合，

并以传播学的理论和话语作为二阶的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ｒｄｅｒ）

的元话语，来讨论和检验这些理论之间以及理论和

实践之间的可建构性。在此框架之下，尽管修辞

学、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和社会心理学的模式

有着相互排斥和矛盾之处，我们却可以在传播学这

个辩证对话的领域内对其进行整合和重构。而对符

号学之于传播学的理论意义，克雷格一言以蔽之：

符号学 “将传播作为通过符号的交互主体的调节”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ｉｇｎｓ）［１］（ＰＰ．１２５－
１２６）。

符号学主要处理的是意义的呈现、再现与传

输，以及主体之间的意义缺口是如何通过共享的符

号系统来部分地填平的。从洛克 （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出

发，符 号 学 理 论 经 由 索 绪 尔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皮尔斯 （Ｃ．Ｓ．Ｐｉｅｒｃｅ）等人的发展，

融合了麦克卢汉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ｃＬｕｈａｎ）的媒介论：

尽管符码、信息和媒介的关系越来越被强调，但符

号学研究的基本着眼点，仍在于符号与其使用主体

之间的意义调节；因此，符号学之于传播学的意

义，在于它能够为符号如何在主体间产生意义和误

解，提供语言和文化结构上的透视。［１］ （ＰＰ．１２５－
１２６）这一看法，无疑和首位将符号学正式引入传

播学研究的学者费斯克 （Ｊｏｈｎ　Ｆｉｓｋｅ）的观点是一

致的：后者认为，符号学将传播视为 “意义的生产

与交换，它关注的是讯息以及文本如何与人们互动

并产生意义。”［２］ （Ｐ１４）因此，符号学关注的是传

播的符号和文本如何在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运

行。符号学是传播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传播符号学

的研究必须以传播现象和过程为对象，在理论与实

践的相互建构中，对传播学的理论模型和关心的议

题，做出创造性的贡献。

在这一前提下审视传播学与符号学孰为主体的

问题，就能够对 “传播符号学”与 “符号传播学”

之争，做出一个清晰的解答。从符号学本身的现实

发展历程而言，它与传播学的结合已经成为这一门

跨学科性质的研究最为重要的面向。从学科建制来

说，在全球范围内，学者们普遍认为符号学已经脱

离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在不同层面上分属两个学

科：探求形而上的意义呈现机制的部分属于哲学学

科，而建立传播实践活动中的意义描述机制的部分

属于传播学学科。在符号学发展最为活跃、研究排

名最为靠前的两大研究机构，塔尔图的符号学系和

多伦多的符号学研究中心，符号学分别被放置在哲

学和传播学的学科范畴之下，这也是中西方学界所

通行的做法。因此，应当认为，符号学在非语言的

传播实践层面上的研究，本身就隶属于传播学。缘

起于西方学术界的符号学本身在和传播学的交互发

展中，其研究者们至多将其作为与传播学并置的名

词来加以讨论，并不存在孰为中心语的问题。事实

上，将符号的表意和传播分开论述，是语言符号学

研究的传统研究方法；在当今的传播学和多媒介的

符号学研究中，符号表意过程已被视为个体和文本

自我传播的一部分，符号学本身的研究就是对广义

上的传播过程之意义形式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

以符号学方法切入对传播学理论及现象的研究，可

以被视为传播学这一 “辩证对话的领域”中的一块

版图，一个研究的分支。

对此，有学者认为，区分 “传播符号学”和

“符号传播学”的根本在于究竟以何为本体：前者

是将符号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其研究属于符号学；

而后者是将符号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其研究属于传

播学。［３］然而，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符号学，皆

是对意义机制的探求；如果 “符号传播学”的说法

可以成立，那么，是否意味着意义还有 “非符号”

的传播呢？而如果说 “传播符号学”只是作为世界

观的符号学对于传播过程的研究，那么，它所形成

的形而上理论论述，又如何与传播哲学中的符号机

制研究相区分？这是此种分法无法解答的问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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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德古意特出版社著名的 “符号学与传播学”

序列丛书的主编科布利 （Ｐａｕｌ　Ｃｏｂｌｅｙ）就曾明确

指出，符号学和传播学的发展是交叉的、连续的，

难以对其进行硬性切分。［４］符号学并非一门边界清

晰的独立学科，而是分布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的 “学
说”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就如彼得里利 （Ｓｕｓａｎ　Ｐｅｔｒｉｌｌｉ）

等人所指出的，它的研究边界是由符号边界所决定

的，其本质就是 “打开边界”的。［５］这种学科上的

跨越性与开放性，正是符号学本身最大的活力所

在。故此，为了简便起见，本文建议，文化实践层

面上隶属于传播学科的符号学研究统称为 “传播符

号学”，这与文学领域的符号学研究统称为 “文学

符号学”，而生物学领域的符号学研究统称为 “生
物符号学”同理。由此，可将 “传播符号学”视为

传播学这一开放性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的一个

部分，而符号学被放置在传播学的 “建构性元模

式”之下，在理论和实践中相互地建构，并不断地

拓展着传播学的版图。

二、传播学与符号学融合发展的基础

既然传播学和符号学的发展是交叉的、连续

的，那么，两者之间是如何融合发展的，是接下来

应当厘清的问题。就两者融合发展的历程来看，在

当今符号学的 “生物学转向”发生之前，研究不同

媒介的信息传播之机制、过程与效果的传播学，是

符号学家们展开论述的最主要领域之一。符号学缘

起于语言学：索绪尔将语言符号系统视为具有深层

结构的系统，这个系统由 “能指／所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双重分节，其表意是经由 “组合轴／聚

合轴” （ｓｙｎｔａｇｍａｔｉｃ／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ｔｉｃ）的操作实现

的；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的是任意武断关系。这

种双层意指模式，在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的

语言学研究中得到了深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

叶尔姆斯列夫 （Ｌｏｕｉｓ　Ｈｊｅｌｍｓｌｅｖ）在对语言进行

了 “表达层／内容层”之切分的基础上，提出了

“直指／涵指” （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模式。而

这一模式被巴尔特 （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继承性地发

展之后，被他本人和后来的研究者们用于对各种媒

介的表意系统的研究，包括服装、饮食、电影、图

像、新闻、广告等等领域，其文本表意都被视为是

在类似于语言的符号系统的运作下完成；语言符号

学的研究也由此全面扩展到了传播学领域。这方面

的研究卓有成效，但因其和结构主义的关系紧密，

受到不少学者对其静态性和封闭性的批判。另一方

面，皮尔斯建立的、更为广义的符号学传统，在

２０世纪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进，成为了西方符号学、

尤其是美国符号学发展的动力。皮尔斯的符号学体

系将对符号的认知和解释作为研究的重点，确立了

一种开放性的三分范式，在动态符号过程无限衍义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ｅｍｉｏｓｉｓ）的前提下透视符号和文本意

义的发展与流变，它强劲地推动了符号学对不同媒

介的符号和文本在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嬗变的探究。

随着符号学研究在包括影视、广告、新闻、品牌设

计等 领 域 的 全 面 展 开，西 比 奥 克 （Ｔｈｏｍａｓ　Ａ．
Ｓｅｂｅｏ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德古意特出版社推出

了著名的 “符号学与传播学”丛书，该丛书涉及的

理论繁多、范畴宽广，不少代表性的研究都清晰地

显示出，传播学已经成为符号学理论与模式运用最

为广泛和深入的领域。然而，随着传播学和符号学

彼此卷入越来越深，这些交叉研究到底应当如何划

分自身的界域，开始成为学者们关心的话题。当

然，简略地说，任何意义的传播都必须使用符号；

因此，符号学的原理可以运用于对任何意义活动的

研究。然而，“可以”并不等同于 “必然”和 “应
当”：科布利就说过，“任一事物、任一地方都须作

为符号加以思考这种观念过于荒谬。如果符号学只

是这样一种观念，那么它必定缺乏生机。”［６］ （Ｐ２）

可见，用 “任何意义的传播都必须使用符号”这样

的表达，是无法有力地证明传播学与符号学之间的

融合发展的必然性的。本文认为，这两者之间为何

存在关联，以及两者如何相互区分，可以从以下两

点来说明。

首先，就如巴兰等人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Ｊ．Ｂａｒａｎ）为

传播学提出的定义显示的，“传播学通过发展可以

验证的理论，来理解符号与信号系统的生产、处理

和效果，这些理论包含合乎自然规律的概括，能解

释与生产、处理和效果相关的现象”［７］（Ｐ３４３），传

播学关注的是符号和信号系统的生产、处理和效

果。这种对系统和结构的关注，与现代符号学正式

确立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任何学科都必须通过符号

才能进行研究和讨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学科在

理论基础上和符号学具有一致性：只有将符号及其

系统、尤其是系统的结构和机制如何赋予单个符号

或文本以意义作为观察点，其研究才有可能与符号

学发生联结。符号学认为符号的意义是系统赋予

的，从索绪尔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经典结构主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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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都确证了这一点；尽管符号学在当下已经转向了

开放的后结构主义，但是它所关心的，仍然是在变

动的系统中符号如何持续互动并进行意义生产的问

题；这就和传播学曾经以控制论为主要视阈、随着

媒介的发展逐渐转向个体性和物质性面向的趋势是

同步的。当传播学一再强调想象力之展开对于学科

纵深发展的作用时，引入了生物学之主体世界

（Ｕｍｗｅｌｔ）理论和自生系统论 （ａｕｔｏｐｏｅｓｉｓ）、热力

学第二定律和二阶控制论的符号学研究，其超强的

跨学科性和开放性，能够为传播学的想象性建构带

来对传播现象的深刻透视和 “元传播”层面的理论

展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传播中的批判学派，无

论是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论

者，都致力于传播现象中体现的社会结构，而符号

学作为剖析系统深层结构的有力工具，自然能够为

传播学所用。

其次，传播学与符号学相一致的批判立场，还

表现在两者对表象和现实之断裂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与矛盾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的关注之上。在传播学发展

的初期，李普曼就敏锐地注意到了大众媒体所表现

出来的 “事实”与真实事件之间的差异，并由此提

出了著名的 “拟态环境”论。在虚拟技术、ＶＲ技

术急速发展的当今，“拟态环境论”的观点值得被

一再重访，尤其是在媒介学研究中，需要具身卷入

的媒介如何建构感知与传播的幻象，是需要被进一

步讨论的问题。而符号学，正是 “对幻象与现实之

间差异的研究”［６］ （Ｐ１），它悬置人们对符号的反

应， “从而对它进行审视。”［６］ （Ｐ２）从索绪尔开

始，符号体系就被认为是藉着符号与符号之间差异

性而建立的、可 以 自 我 指 涉 的 体 系，鲍 德 里 亚

（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以此为基础，

他敏锐地指出，通过大众媒体对拟像的大量生产，

人们凭借对物的差异性区分将其符号化，在符号世

界的炫耀性展示和消费力催生中，不断地构筑、延

展着以对欲望的堆积和再生产为动力机制的幻象之

境。［８］ （ＰＰ．１６１－１８３）

以大众传媒技术为媒介构建起来的符号世界，

是如何与现实之间产生断裂、由此完成对神话的建

构，是符号学关注的焦点所在。因此，符号学在越

过语言学向其他领域迅速发展的阶段，相当关注对

包括电影、广告、电视剧在内的大众传媒所生产的

神话的批判，主要通过话语研究、符号修辞学、马

克思主义符号学等理论，去透视不同的意识形态之

间的种种纠葛与角力。李彬在将传播符号学研究引

入国内学界时，就已经清楚地指明了符号学作为批

判性理论之于传播学的意义。［９］不仅如此，随着媒

介学的进一步发展，传播学对物质界面越来越重

视，对于传播中的身体和科技共为媒介进行符号传

播、并构造人的符号认知的现象，有了越来越多的

探讨：这种对于如何在物质现实中建构认知的关

注，正是当代符号学的着力点所在。随着认知符号

学和媒介学、认知传播学向纵深发展，符号学和传

播学的联结也必将更为紧密。

三、传播符号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符号学作为批判工具被正式地列入传播学研究

的基本研究方法，其标志是费斯克１９８２年将过程

学派与符号学派并置，并认为它们是传播学研究的

两大基础学派。［１０］ （Ｐ２）这一看法和将传播学研究

分为过程学派和批判学派的方法类似，传播符号学

的批判性姿态由此可见一斑。以此为界，本文将传

播符号学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传播符号学”较为漫长的史前

史阶段，包括从现代符号学理论的建立和早期发

展，到符号学研究被正式确立为传播学的重要学派

之一 （１９世纪下半叶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这一

阶段的相关研究，有两个方面的发展重点：其一，

是符号学跃出了语言学的范畴，转向对各种媒介的

广义符号的讨论，考察它们在其他媒介文本的传播

过程中的意义生产机制，包括其意指延伸、语义结

构和修辞等。在这方面，巴尔特和鲍德里亚的研究

较为突出。巴尔特在雅柯布森及后结构主义的影响

下，以 “神话”为基本视阈，将对符号学的研究从

语言符号拓展到图像、服装等流行文化符号，开启

了从符号学视角对语言媒介之外的传播过程的观察

和探索。［１１］而鲍德里亚则将索绪尔符号系统论中的

“差异”和 “价值”观念，引入到了对消费社会将

物体系转换为象征体系的批判，并由此进入了对欲

望之转喻本质和消费符码的揭示。［１２］其二，麦克卢

汉在六十年代提出了著名的 “媒介即信息”这一论

断，这为符号学家重新考察媒介和信息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雅柯布森在提出了符号传播六

要素模式之后，转向了对多媒介艺术的考察，开始

从媒介与符号的形式关系出发考察电影的表意与传

播效果。［１３］鲍德里亚则直接受到麦克卢汉的影响，

他提出了当今媒介的 “仿真”与 “拟像”问题，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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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由此引发的 “意义的内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ｍｐｌｏｓｉｏｎ），认为媒介对事件的再现和对信息的传

播已经失去了 “指称物”，从而形成了一种 “超现

实”（ｈｙｐｅｒ－ｒｅａｌｉｔｙ）。［１４］

在这个阶段，学者们运用符号学对传播现象进

行分析和批评，并不是有意识地将前者作为传播学

学科本身的建构方法或路径，而是更多地考虑符号

学理论在更广阔范畴内的生产力和适用性，因此，

对符号学理论之于传播学学科本身的建立和发展能

够起到何种作用，并未有专门的讨论。在这一时期

的研究中，相对于将符号学研究从语言符号向其他

媒介符号的拓展，由麦克卢汉引发的媒介符号学的

研究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后文将会论及，媒介

符号学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理论范式的领域，并且成

为当今传播符号学研究的主要趋势。

第二阶段为 “传播符号学”的初步发展期，自

１９８２年费斯克正式将符号学引入传播学起，经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的符号学内部发生的 “生
物学转向”止。在费斯克之前，尽管符号学已经成

为研究传播现象的重要工具，但是，它并没有被特

别地强调为一种方法论，传播学者们对符号学这一

研究方法的使用是自发的，并不带有理论的自觉意

识；而费斯克的讨论，正式地唤起了对作为传播学

基本研究方法的符号学的关注，使人们开始有意识

地讨论符号学和传播学能够为彼此带来什么样的发

展可能。前文已经提到，费斯克将传播学研究划分

为 “过程学派”和 “符号学派”，认为前者视传播

为影响他人行为或心理状态的过程，关注传播的效

果和正确性；后者视传播为意义的生产和交换，关

注的是文本的文化角色。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传播

学与符号学彼此借镜，在各自的领域内得到了较为

充分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双方研究的互为本体性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者运用符号学模式丰富

了传播学的研究理论与实践，如弗莱等人 （Ｄｏｎａｌｄ
Ｌ．Ｆｒｙ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Ｈ．Ｆｒｙ）将艾柯提出的多重符

码理论引入对大众传播的研究，在皮尔斯的动态符

号活动框架中讨论不同媒介文本的符码和附加符码

如何成为连续的、差异性的解释项，从而提出，在

传播过程中，媒介文本的信息其实是一个潜在的解

释项矩阵，其可能性是有待接收者在不同程度上落

实的［１５］；这就为符号学与传播效果论的研究建立

了初步的综合模型。卢曼 （Ｎｉｋｌａｓ　Ｌｕｈｍａｎｎ）引

入符号自生系统论来描述大众媒体的系统结构，将

其视为一个不断分出的、有自我生产时间的二分性

符码系统，并以悖论性的二阶观察视角引入了动态

性、偶然性和风险等要素，这就为修正大众传播的

控制论范式做出了努力。［１６］另一方面，通过对不同

媒介的符号传播现象的分析，学者们也不断地更新

着符号学理论模式。如麦茨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ｅｔｚ）的

电影符号学研究，就提出了电影语言的语段分析模

式，将电影的文本内时间片段和语言进行类比，从

而为广义的符号叙述学理论打下了基础［１７］；达奈

西 （Ｍａｒｃｅｌ　Ｄａｎｅｓｉ）透过对青少年的 “酷态”、尤

其是电影对青少年的传播效果的研究，从巴尔特的

神话模式出发，提出了符号学的 “意指渗透”模

式［１８］。

在这一时期的华语学界，随着传播学的蓬勃发

展，传播学者们如台湾的张锦华，大陆的郭庆光、

陈卫星等，都敏锐地捕捉到了符号学与传播学交叉

发展的前沿动态，开始对经典的符号学理论，尤其

是巴尔特、叶尔姆斯列夫等人的理论，进行翻译、

介绍和在传播学领域内的引入。在这方面，丁和根

的研究较为集中，他强调符号学是传播研究的批判

性工具；并且，对于传播学和符号学孰为主体，丁

和根很早就做出了观察和判断，认为这是一个需要

结合具体语境才能探讨的问题。［１９］总而言之，由于

费斯克明确地强调了符号学对于传播学研究的重要

地位，加之符号学本身的发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

历了一个以中后期的巴尔特研究、格雷马斯研究为

代表的兴盛期，符号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作用得到

重视，并引发了丰富的讨论。在这一阶段，符号学

和传播学已经开始了理论 “互构”，或者通过吸收

对方的概念和模式，或者通过实践层面的总结和提

升，对自身理论进行了丰富和推进。

第三阶段为 “传播符号学”的正式发展期，自

２１世纪初至今。在这个阶段，由于传播学本身的

学科建制已经得以实现，学者们有意识地展开以传

播学学科建设为本体的符号学研究。尤其是在符号

学本身溢出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边界、变得越来越

生物学化和实验室化的语境下，传播学关注的是，

如何借助符号学建立有创造力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和

范式，并借助符号学 “打开边界”的能力更多地汲

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在这个阶段，在传播学和

符号学的交叉研究中，如何保持传播学学科的独立

性以及传播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主体性，成为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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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学内部思考的焦点。不少学者都特别强调符号学

理论 对 传 播 学 发 展 的 作 用，譬 如，克 瑞 斯

（Ｇｕｎｔｈｅｒ　Ｒ．Ｋｒｅｓｓ）在进行传播学的多模态话语

理论建构时，就明确地将符号学设置为传播学研究

的方法论，并指出，不同媒介的符码生成方式是其

传播学话语之意义生产的关键，因此，应当建立以

媒介为基础的话语分析框架。［２０］博尔格 （Ａｕｔｈｏｒ
Ａ．Ｂｅｒｇｅｒ）则指出，以文本为对象的媒介传播研

究有四大批评范式，分别为符号学、修辞学、意识

形态批判和心理学分析的范式，其中，符号学理论

为整合和提炼不同媒介的符号文本之共有的意义传

播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２１］由于符号学近十年来

在国内学界的复兴，重新发掘早期符号学家的学说

与传播学之关联的研究在国内学界也开始兴起，如

赵星植就有专著讨论皮尔斯符号学与传播学思想的

对话可能［２２］，张良林等人则从米德 “符号互动论”

出发，考察了这一思想对莫里斯符号学理论的影

响。［２３］这些研究将传播符号学这一领域的发展史向

前进行了拓展，从而丰富了传播学的学术传统。

另一方面，前文已经提到，由于这一阶段符号

学本身越发向自然科学研究靠拢，传播符号学研究

也体现出更为强烈和鲜明的跨学科性，尤其是与认

知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生物学的融合。比如，隆德

和哥本哈根的传播学家就倾向于用 “认知实验”的

方式来检验不同媒介符号的传播效果，试图将符号

认知图示运用于传播认知效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杜 内 尔 （Ｄａｖｉｄ　Ｄｕｎéｒ） 和 索 内 松 （Ｇｒａｎ
Ｓｏｎｅｓｓｏｎ）运用认知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感知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ｓｍ）模式和认知美学图示，探

讨了从语言到视觉符号传播的过程，在这个基础上

提出了人类世界在符号传播中的建构框架。［２４］奥塔

拉努 （Ａｌｉｎ　Ｏｌｔｅａｎｕ）则将生物符号学中的符号架

构观引入对语言和文化传播活动的考察，指出了符

号先验图示在多模态表意与传播中的基础作用，并

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重要性。［２５］

从传播符号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现今

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具有明确的 “自反性”，即：

考察在传播学和符号学的交叉研究中，如何保持传

播学学科的独立性以及传播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主

体性，用符号学理论模式来深化传播学理论，而不

再仅仅将符号学当作工具性的方法来进行实践层面

的验证和批判。这当然是传播学学科深化发展的必

然要求，但另一方面的学术背景则是，在西比奥克

的大力推动下，符号学的发展已经开始从人文学科

转向对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这一转向进一步

加强了符号学的跨学科性，也使得符号学作为一门

综合性、开放性的学说的性质更加明显：在唐小

林、祝东主编的 《符号学诸领域》一书中，从语言

符号学到电影符号学、民族符号学等研究，都是以

符号学作为整合性的视阈和研究方法，在不同的学

科下进行探讨［２６］。这和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

研究方法的境况是相似的，只不过符号学较之一般

的研究方法而言，更加具有普遍性，可被运用于更

多的学科。当符号学的研究范畴进一步扩大时，它

所融入的各个学科，包括传播学在内，自然地会发

出叩问：看似无远弗届的符号学研究，对于本学科

的发展与进步，对于本学科的理论建设，其根本意

义何在？事实上，符号学在不断与其他学科的研究

相融合的过程中，本身也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

构主义的范式转型，这种转变在传播符号学的发展

过程中有着清楚的体现，而随着其跨学科倾向与后

结构主义范式的相互影响，传播符号学进一步拓展

了自身发展的疆域。

四、传播符号学的四大范式

符号学将语言符号系统视为 “语言／言语”的

集合，其表意的基础是系统性和差异性，符号的能

指和所指之间是任意武断关系。这种视符号系统具

有深层结构的观点，明显受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

影响，后者研究注重语言系统的构造，受其影响的

传播符号学研究将传播过程中信息和文本的意义视

为中心，对符码和话语的讨论较为集中。随着符号

学研究本身从索绪尔开启的 “小传统”逐渐转向皮

尔斯开启的 “大传统”，符号意义的传播过程逐渐

被视为一个开放的网络，在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影响

下的传播符号学研究也渐渐将侧重点放在了对传播

效果的考察之上。另一方面，在后结构主义思潮的

影响下，符号的系统封闭性随着洛特曼提出的 “符
号域”（ｓｅｍｉｏｓｐｈｅｒｅ）理论模式被打破，这一理论

模式被引入了媒介符号研究之中，这就使得传播符

号学研究对符号活动过程的动态性和不可预测性有

了更为深刻的观察。卢曼的媒介自生理论进一步发

展了这种研究态势，赋予了传播符号学研究更为开

阔的视阈。在符号学从结构主义系统论向后结构主

义转变的过程中，传播符号学的研究也逐渐形成了

四种范式，即类语言范式、诠释性范式、对话性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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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动力学范式。

众所周知，符号学研究是从语言学、尤其是结

构主义语言学扩展到其他领域的，而结构主义语言

学有着鲜明的静态性和封闭性，受其影响的文学与

文化研究也表现出强烈的 “文本中心主义”；因此，

结构主义范式下的传播符号学研究表现出了鲜明的

类语言特征，即将多媒介文本的表意视为具有深层

结构的语言体系，关注传播过程中的文本意义生

产。也正是因为如此，费斯克将传播学研究的 “符
号学派”和 “过程学派”相对立，认为前者主要讨

论的是文本，而后者主要讨论的是传播过程。受到

这一影响的研究注重文本结构中的 “表层义／深层

义”、“外延义／内涵义”、“言语／语言”等从索绪尔

语言学思想发端，由法国符号学派和布拉格语言符

号学派进一步发展的概念，将符码论、“生成语法”

论和话语分析运用于语言媒介之外的文本之分析，

包括对电影、广告、电视剧、设计、流行音乐等多

媒介文本的讨论，这是传播符号学研究最为普遍的

做法。

结构主义范式下的传播符号学研究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播学研究对语言符号学的

系统理论及其关键概念的 “移植”，将这些概念运

用于对其他媒介文本的讨论。其中，叶尔姆斯列夫

的 “外延义／内涵义”概念，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

巴尔特的双层意指论和 “神话”观是在传播学领域

使用得最多的研究方法；雅柯布森在索绪尔的双轴

关系模式上发展起来的符号传播六要素模式也得到

了 广 泛 的 讨 论。 郭 庆 光、 钱 德 勒 （Ｄａｎｉｅｌ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勒 文 （Ｔｈｅｏ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延 森

（Ｋｌａｕｓ　Ｊｅｎｓｅｎ）等人编写的工具书和著作，都对

此模式在传播学领域的运用进行过总结。这方面的

研究皆聚焦于文本本身的意义，多采用符号系统的

话语分析模式来讨论由符号构成的文本意义之达

成，由此对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传播符号学研究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另一方面，通过 “符码”和 “话语”等符号学

理论对传播现象的分析，研究者们也部分地改写了

语言符号学的理论模式，使其更加适合于传播符号

学的研究。比如，霍尔在讨论ＢＢＣ新闻图片的符

号意义时，就把编码／解码从固定的语言学模式改

写为更加具有互动性的传播模式，并开始论及不同

文化间的符码协商可能。［２７］戴尔 （Ｇｉｌｌｉａｎ　Ｄｙｅｒ）在

讨论作为传播的广告时，将广告题词的书写方式视

为文本 “语言”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再衍义，这一

观察使得语言的 “缺席”成为了意指形式之 “空”

的特殊表达，从而丰富了对 “空符号”的研究。［２８］

对这些传播现象的研究有力地拓展了符号学研究的

疆域，赋予了语言符号系统论更强的理论生产力，

是结构主义范式影响下的传播符号学的代表作。可

以说，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的传播符号学研

究，是 “类语言范式”的：用帕恩 （Ｋａｔｒｅ　Ｐｒｎ）

的话来说，这是将语言的隐喻作为一种工具方法的

符号模塑［２９］。将视觉、听觉等符号系统，以及多

媒介文本系统和语言系统相类比，并以类似的方法

对前者加以研究，是这一范式最为基本和明显的特

征。

然而，尽管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下的传播符号

学研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其局限也非常明显：囿

于静态的系统观和文本中心主义，这些研究都只能

将关注点集中在文本以及文本自身的符码和结构之

上，而忽略了传播过程的接受者一方起到的作用，

以及传播的效果。莫利 （Ｄａｖｉｄ　Ｍｏｒｌｅｙ）对此提出

过中肯的批评，他认为，对传播过程的研究不能只

论及媒介文本的结构与功能，或者接受者的解释能

力，而是应当兼顾两者。［３０］此外，拉斯韦尔提出的

线性传播模式也受到了来自控制论和信息论的批

评：在香农等人用信息理论对拉斯韦尔的５Ｗ 模式

进行改写的时候，霍尔提出的符码论也将拉斯韦尔

传播模式的主要问题延伸发展为 “谁具有权力，通

过何种渠道向谁传播何种意义，并取得了什么效

果？”［３１］霍尔指出，符号的传播过程是互动的过程，

尤其是对占主导地位的符码如何接受和诠释，有赖

于这个过程中的三种对话立场：顺从的、反抗的和

协商的［３２］ （ＰＰ．３３－３６）。从学术脉络而言，这是

对艾柯 （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的深层符码论的进一步深

化。从霍尔的 “符码互动论”到米德的 “符号互动

论”，其着眼点都是符号传播中的对话性与互动性；

究其原因，在于皮尔斯符号学的开放理论体系被越

来越多的学者接受，符号学家们开始转向 “诠释性

的符号学”理论框架［３３］，认为符号如何得到解释

才是符号活动研究的重点，符码的多元性和个人化

由此得到了深入的讨论。

在 这 个 基 础 之 上，莫 里 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
Ｍｏｒｒｉｓ）建立的符形、符用、符义理论体系也被进

一步运用于传播学研究，并且越发注重对传播过程

中意义如何在协商和互动中具体落实的讨论。弗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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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皮尔斯的 “解释项三分法”，结合艾柯的符码

理论，重新讨论了传播模式，将传播过程视为一个

在不同层面上受各种符码影响并形成即刻解释项、

动态解释项和最终解释项的过程。［１５］这就为符号和

文本的传播意义如何在受众中实现差异化提供了新

的解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电影符号学的发展

过程中，以皮尔斯－莫里斯理论为代表的 “诠释符

号学”的影响特别明显。除了巴尔特的衣钵传人麦

茨以 “类语言范式”为基础的电影符号学研究外，

沃特曼 （Ｒｉｃｋ　Ａｌｔｍａｎ）的电影类型学研究也是以

文本为中心的，仅讨论电影类型中已经建立的 “连
贯一致的符形结构”和 “重复出现的符义结构”［３４］

（Ｐ１６），并不涉及文本之外的任何要素。而受到皮

尔斯－莫里斯理论影响的奥汀 （Ｒｏｇｅｒ　Ｏｄｉｎ）则建

立了电影的认知符用学框架，他认为，电影的机

构、模式和传播都对观众的诠释产生着作用，在每

一个意义的认知实现中，都有不同的要素被接纳或

排除。［３５］在接受过程中被排除的要素，也就是香农

所说的 “噪音”，得到了专门的讨论：这种注重传

播意义个体化实现可能的考察，可以说，都是 “诠
释性范式”下的传播符号学研究。

在传播符号学越来越多地吸收皮尔斯符号学理

论的过程中，“对话符号学派”的理论也渐渐得到

传播符号学者的注意。“对话符号学”是由意大利

符 号 学 研 究 的 代 表 性 人 物 蓬 齐 奥 （Ａｕｇｕｓｔｏ
Ｐｏｎｚｉｏ）、彼得里利 （Ｓｕｓａｎ　Ｐｅｔｒｉｌｌｉ）整合了自皮

尔斯到维尔比夫人 （Ｌａｄｙ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Ｗｅｌｂｙ）、巴赫

金、列维纳斯等人的思想遗产而形成的理论体系。

它是诠释符号学的进一步发展，将符号传播过程的

对话性视为其本体性，强调符号主体、尤其是其身

体的交互性。这一范式尤其适用于对当今的虚拟技

术和社交媒体的研究，特别是在 “传受者”合一的

情况下传播／接受主体对传播效果的影响研究。在

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不少具有原创性和穿透力的讨

论，如鲍尔森 （Ｓｒｅｎ　Ｖｉｇｉｌｄ　Ｐｏｕｌｓｅｎ）等人就在著

名期刊 《社会符号学》（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上推出

了 “作为符号学技术的社交媒体”专辑，以韩礼德

的多模态研究论为基础，讨论了数字媒介是如何提

供了多模态意义语境下的 “符号学资源”（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使 人 们 可 以 互 动 性 地 “共 声 合 唱”
（Ｃｏ－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３６］奥内尔 （Ｓｈａｌｅｐｈ　Ｏ＇Ｎｅｉｌ）则

将人机互动视为一种对话性的、具身性的模塑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并结合皮尔斯所描述的符号过程的对

话性和符码对话论，讨论了互动性的媒体如何建构

人的认知和传播过程。［３７］随着互动性的媒介技术进

一步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必然会更加丰富和深入。

在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由于 “符号对话

学派”深受巴赫金的影响，将身体的交互性视为符

号表意与传播的根本特征［３８］，以 “对话性范式”

为基础展开的传播符号学研究，都强调身体在传播

中的作用。譬如，维奥利 （Ｐａｔｒｉｚｉａ　Ｖｉｏｌｉ）就认

为，既然主体交互的符号活动是社会共构的，而身

体又是交织在符号活动中的符号实体，那么，身体

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媒介表意中自我建构的经验主

体。［３９］这种对身体在符号传播中的反应的实证研

究，和认知符号学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出

现了明显的实验室化倾向，尤其是以哥本哈根的传

播学研究所和隆德大学的符号学研究中心为代表，

通过脑神经实验的方式，来研究符号的认知与传播

效果。然而，这种生物学式的对认知传播的研究也

受 到 了 来 自 人 文 学 者 的 批 评，就 如 莱 昂 利

（Ｍａｓｓｉｍｏ　Ｌｅｏｎｅ）指出的，“第一、人们永远不应

忘记，把文化异质性简化为生物学异质性所带来的

意识形态上的危险：二十世纪这种文化策略所产生

的严重后果应该足以敲响我们的警钟吧；第二、我

们应该不会没有理由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关

于神经生理学的知识还很贫乏，还不足以让人满意

地解释为何同质化的 ‘硬件’会产生如此千差万别

的人类文化和意义；第三、人类关于神经生理学的

知识无论发展到什么地步，都不应该排除这样一种

可能，即从系统上讲，神经生理学都不足以解释诸

如语言、意义和文化等社会现象，也就是说，在人

类神经生理上产生的那些社会现象十分复杂，已不

再是 仅 仅 靠 其 生 理 基 础 就 能 解 释 清 楚 的。”［４０］

（Ｐ１１６）生物符号学的研究是否能直接地对 “十分

复杂”的、具有 “文化异质性”的传播效果进行探

讨，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在争议中推进的议题；

这方面的研究，也都具有强烈的探索性、试验性的

特征。

尽管封闭的符号系统研究已经受到不少批判，

尤其是解构主义对索绪尔语言观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大加鞭挞，但是，结构主义认为符号必然依靠系统

才能存在，这一观点仍然无法推翻，而是在后结构

主义符号学的理论中被改写和发展。较之于结构主

义的系统论，后结构主义理论虽然承认结构的存

在，“但中心不再是可靠的……因为不可能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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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中心和边界。”［４１］（Ｐ２）在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

响下，符号学开始汲取生物学和物理动力学的要素

来描述符号系统及其运动，这在洛特曼的 “符号

域”（ｓｅｍｉｏｓｐｈｅｒｅ）理 论 中 得 到 了 清 晰 的 表 现。
“符号域”的概念是受 “生物域”理论和热力学影

响产生的，它将文化视为有边界和中心的空间，外

来文本的传播必须经过自然语言的过滤和转换，在

被 “改写”之后，才能进入文化内部。重要的是，

符号域的中心和边缘是处于互动中的，边界部分的

文本有着重新进入中心的可能，而中心的文本也可

能通过运动进入边缘部分。而中心和边缘的文本互

动，就像动力系统内部熵的耗散结构一般，是符号

域向前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４２］ “符号域”理论也

因此被视为具有 “动力学”的模式。［４３］在这一描述

模式中，文化符号系统不再被视为封闭的、静态

的，内部有着大量的运动。

在 《文化与爆炸》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一书中，洛特曼继续深入讨论文化发展的两种方

式，除了循序渐进式的发展之外，他更多地强调文

化断裂式的、不可预测的发展方式，［４４］这就将不可

预测性纳入了对文化符号体系的描述，并且将这种

断裂视为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一。在此基础上，

哈特利 （Ｊｏｈｎ　Ｈａｒｔｌｅｙ）等人提出了 “数字符号

域”（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ｍｉｏｓｐｈｅｒｅ）的概念，将数字媒介形

成的文化圈视为有符号转化机制的空间，并指出，

在这个空间之内有着三重界面的传播：文本的、机

构的和系统的，它们在数字媒介的组构下互相形

塑，构成了充满张力的、动态发展的传播空间［４５］。

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研究是卢曼的媒介自生系统

论，他将大众媒体视为自生系统，并以 “信息／非

信息”作为其二分符码的边界和自生产机制，从符

号自生论的角度证明了媒介的独立性。不只如此，

由于卢曼在系统中引入了对动态性、风险、偶然

性、悖论等要素的描述，系统的整体性和符号意义

活动的差异性、不可化约性，重新得到了整合。［１６］

如此，媒介主导下的符号耦合运动突破了结构主义

的静态性，有力地回应了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符号

学的挑战，它 “打乱了符征与符旨之间的一一对应

关系，以符征的自主映射取代符旨的诠释性倾

向。”［４６］ （Ｐ２０３）可以说，迄今为止，卢曼的媒介

符号学研究是后结构主义影响下的传播符号学研究

中最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理论模式，它将系统的

动态性和结构性进行了悖论式的融合，而这种悖论

性正是 “一种正统”，是系统本身的动力机制所

在［４７］，卢曼的自生系统论也因此被视为 “复杂动

力学系统范式”的表现［４８］。以 “动力学范式”为

基础展开的符号学描述，为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与系

统的复杂性，认识符号传播活动的根本机制，提供

了全然不同的研究视角。在将来的研究中，如果我

们能够将 “媒介域”与 “符号域”视为相互耦合的

自生系统，探索媒介的自我更新与发展所带来的基

本认知方式的变化，将对符号域的中心与边缘运动

产生何种影响，就能以此反观控制论在新媒体时代

所面临的描述力不足的问题，实现传播符号学在理

论模式上的更新。

五、结语

由于传播学与符号学互相覆盖，因此，在建立

“传播符号学”研究脉络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

的是：在 “传播符号学派”这个概念被提出之前，

广义的符号学研究中已经有不少关于不同媒介文本

的传播现象的讨论，这些讨论本身，为符号学理论

带来了强劲的动力，是其开放性和活力所在。然

而，尽管传播学和符号学在理论脉络中各有交错联

接，符号学作为一种学说，一种广泛分布在各个研

究领域、各个学科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当它从实践

层面被提炼出来、成为有生产力的理论模式后，隶

属于传播学领域的传播符号学研究应当考虑的是，

如何在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下对这些理论模式进行转

化性的重构，以实现自身学科的深化发展。这就让

我们回到了克雷格在上世纪末提出的指导性的洞见

之上：符号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必须被放置在传播

学的 “建构性元模式”之下，在传播学的实践中去

检验，并反身性地建设和丰富传播学本身的理论。

随着传播符号学的研究方式更多地受到开放性的理

论框架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类语言学的研

究之上，发展出了强调符号诠释、符号对话与符号

动力机制的不同讨论，而如何在这些差异性的范式

下重新审视社交媒介、互动媒介等新技术带来的新

的传播现象和问题，讨论受系统深层结构影响的符

号在传播中的意义裂变与形式变异，是值得我们深

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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